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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农产品碳标识能够促进农业领域精准高效降碳，支持农业生态价值实现，创新农业收入模式，提升国内外市

场竞争力。在中国，农产品碳标识的实施探索起步较晚，政府顶层指导不足，有必要加快实施进程。本研究着重分析了

农产品碳标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一方面，农产品碳足迹核算能力薄弱，核算标准未健全，数据基础单薄，导致

核算结果不完整和不一致，可比性也很低。另一方面，农产品碳标识实施驱动力不足，农业生产者认知、能力及动力有

限，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不强，相关标准、制度未建立健全，导致核算和认证结果的可信度都有限，资金等要素保障也尚

未落实。农产品碳标识应用推广的主要路径包括：①从加快制定核算标准，夯实数据基础，推动标准、数据、结果等的

全方面国际互认等，提升碳足迹核算能力；②建立健全碳标识相关制度，包括认证制度及要素支持相关制度；③从开发

绿色消费场景、提供技术支持等方面，加大碳标识推广力度。图 2 表 1 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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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labeling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can  promote  precise  and  efficient

carbon  reduction  in  agricultural  sector,  support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value,  innovate

agricultural income models, and enhanc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veness. China started late

in this respect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guidance from the top, and it wa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arbon labeling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re analyzed. On the one hand, the carbon footprint accounting capacity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s weak. Due to incomplete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the weak data base, the accounting results were

incomplete and inconsistent and comparability was low.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as insufficie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labeling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Factors such as limited awareness, ability,

and  motiv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weak  willingness  of  consumers  to  pay,  and  lack  of  established

standards and systems all contributed to limited credibility of accounting and certification results, and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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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  elements  of  security  were  not  guaranteed.  The  main  paths  for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carbon
labeling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re discussed, such as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consolidating the data base,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mutual recognition of standards, data, and results, so as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carbon footprint accounting. Then, sound carbon labeling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cluding  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factor  support  system.  Finally,  the  promotion  of  carbon  labeling  should  be
intensified  by  developing  green  consumption  scenarios  and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Ch,  2  fig.  1  tab.  45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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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报告，

2019年全球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贡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 22%，为第三大碳源[1]。同

时，农业又是一个巨大的碳汇系统，是固碳增汇的重要领域[2]。因此发展低碳农业，充分运用和提升农

业固碳功能，是减排的关键途径和重要突破口，对缓解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3−4]。

2020年 9月，中国在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 (CO2)排放量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现阶段中国农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当量排放总量

的 5% 以上[5]，各地区农业生产仍然面临同质化严重、碳排放偏高及绿色程度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国

内外市场对低碳环保、高品质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6]。同时，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愈演愈烈，出口产品

很可能将面临被征收“碳关税”进而推高成本，长远来看，势必会削弱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和议价权。

因此，发展低碳农业迫在眉睫。这不仅需要加快农业低碳技术的研发与普及应用，还需要推进农产

品碳足迹、碳标识的实施。碳足迹的概念基于生态足迹[4,7]。根据 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产品碳足

迹-量化要求及指南》，产品碳足迹是基于生命周期法 (life cycle assessment，LCA)评估得到的一个产品体

系中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8]。全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获取和预处理、生

产、分销和储存、使用、废弃与回收等阶段。碳标识是一种环境标志，由碳足迹衍化而来，以标签的形

式展现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9−10]，目的是传达产品对温室效应产生的影响，以提升环保意

识，引导低碳选择和消费[11]，通常以单位产品质量的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加强农产品碳足迹研究和管

理，建立和实施农产品碳标识制度，对于缓解全球变暖、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双

碳”)目标可起到关键作用[2]。一是明晰农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碳排放，精准减碳；二是可促进农业

收入模式创新，为乡村绿色振兴注入新活力与思路；三是积累本地化排放因子数据，提高碳排放核算结

果的精准性和国际认可度，从而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本研究梳理了农产品碳足迹、碳标识的实施探索，着重分析了农产品碳标识实施困境，并讨论了农

产品碳标识应用推广的主要路径，以期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1    农产品碳标识的发展进程和实施探索
 

1.1    碳标识起源及发展

1990年代初，WACKERNAGEL等[12] 提出了“生态足迹”概念，用于评估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活

方式和经济发展而消耗的自然资源，以及容纳废弃物所需要的土地和水域面积，衡量人类活动对自然环

境造成的压力。碳足迹作为生态足迹的一个分支，于 2003年由英国提出[4, 7]，随后于 2007年，英国率先

推出第 1批包括食品、日用品在内的碳标识产品，成为全球最早实行产品碳标识制度的国家。次年，英

国标准协会发布了全球首个产品碳足迹方法标准 PAS 2050—2008《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

排放评价规范》。随后，日本、美国、加拿大、韩国等 12个国家及地区也制定了适用本国的碳足迹、碳

标识制度及相关标准规范。2018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为统一产品碳足迹评价标准规范，发布 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及指南》，是国际公认用于量化产品碳足迹的国际标准化

组织标准。

中国碳足迹、碳标识工作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已经引起高度重视。2023和 2024年，中国相继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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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和《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从制定产品碳

足迹核算标准、构建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立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推动国际衔接等方面，提

出了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路线图。 

1.2    农产品碳标识的探索实践

2021年，法国通过了在产品上添加“碳排放分数”标签的修正法案，成为首个将产品碳标识写入法

律文本的国家。但目前国际上大部分包含农产品的碳标识制度的实施仍为非强制性，如 2011年日本试

行农产品碳标识制度，韩国的低碳标签，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发起的自愿性碳

标识计划等。

中国尚未形成农产品碳标识制度，碳足迹核算方面仅出台了团体标准《种植业农产品与农加工产品

碳足迹量化与评价导则》，碳标识实施则是以地方探索实践为主。如 2021年，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

源镇“天目水果笋”碳标识成为全国首枚初级农产品碳标识，且当地结合数字公证技术生成数字化证

书，对“天目水果笋”的低碳环保经营状况全程溯源[13]。2023年 12月，四川蒲江爱媛橙通过采用水

电、有机肥等方式降碳，成为全国橙类水果首个加贴碳标识的农产品，其“从摇篮到大门”(cradle to
gate)即包括原材料获取和生产阶段的碳足迹为 0.295 kg·个−1，比普通橙碳足迹 (0.500 kg·个−1)少近一

半。此外，海南白沙绿茶、江苏响水西兰花、浙江西湖龙井、四川耙耙柑、江苏岔东大米等也相继推出

碳标识。 

1.3    农产品碳标识的作用 

1.3.1    促进农业领域降碳    农产品碳足迹能显示农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明晰不同地区、不同作

物、不同环节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例如有研究表明：对于小麦、玉米等作物，肥料施用导致的氧化

亚氮 (N2O)排放及灌溉耗电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对于水稻，稻田甲烷 (CH4)则是主要排放

源[4, 14−15]。因此，为了减少碳排放，国内外均已有基于碳足迹分析推动农业降碳的研究，并提出了包括

如规范并削减农药、化肥及农膜等农业投入品及能源的消耗，运用更绿色高效的种植生产技术方式，更

新更先进的生产设备，采用保护性耕作方法与增加有机肥料施用等一系列举措[15−16]。进一步探究农产品

碳足迹随时间演变的趋势、空间分布特性和组成异同，可以因地制宜，为各地定制更切合实际、易于执

行和落地的减排措施，并指导优化农业生产的区域布局[4]。同时，农业龙头企业还可以通过自身影响

力，引导和推动上游农资投入品生产企业，以及下游农产品加工企业协同减碳，带动整条产业链低碳

发展。 

1.3.2    支持农业生态价值实现    2022年，中国提出要研发应用减碳增汇型农业技术，探索建立碳汇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开展农产品碳足迹、碳标识工作，可以通过碳溢价、碳金融、碳交易 3个方面将农产品

固碳增汇的生态价值进行量化、交易及变现[13]。碳溢价方面，碳标识既能吸引具有绿色消费意愿的消费

者[11]，也能满足政府以及有减碳责任的企业、大型活动等的采购需求，赋予农产品碳价值附加；碳金融

方面，碳标识可以成为开展绿色低碳生产的农业生产者获得金融扶持的重要采信依据，并开发适宜的碳

金融工具；碳交易方面，碳标识能够核定出农产品的减排固碳量，通过参与农业碳汇交易获得收益。 

1.3.3    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开展农产品碳足迹、碳标识实践也是展示企业低碳生产实力和社会责任

的重要窗口，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研究表明：农产品碳标识不仅可以有效地

帮助消费者区分高碳产品与低碳产品，还能够调动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促进消费者选购绿色低碳的

产品[17]。同时，消费者的选购行为也能够直接反馈到企业及销售商[11]，推动生产者低碳发展并开展碳足

迹、碳标识工作以及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绿色贸易壁垒进程的加快，碳排放量高的

农产品的出口成本将明显提高，很有可能显著削弱中国农产品原有的低成本价格优势，降低在国际贸易

中的主动权和掌控力[18]。此外，由于缺少公认的本地化碳排放因子，出口时不得不采用默认的高限值碳

排放因子，进一步增加碳关税负担。因此，通过农产品碳足迹、碳标识的实施，积累本地化的排放因子

数据，能够提高碳排放核算结果的精准性和国际认可度，从而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及议价权。

近 2年各地均在积极探索实施农产品碳标识，但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和“条块分割”的行

政管理体制，决定了农产品碳标识制度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力量和消费者驱动，而政府顶层指导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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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导致了农产品碳标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较大的困境。 

2    农产品碳足迹核算能力薄弱
 

2.1    农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不健全

按照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农产品碳足迹包括农资等投入品的生产、运输，农产品生产、加工，农产

品分销存储运输，农产品使用和废弃等全生命周期排放的温室气体 (图 1) [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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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产品碳足迹核算边界
Figure 1    Boundary of carbon footprint accounting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尽管目前国际上有较权威的 ISO 14 067和 PAS 2050标准，但它们并没有详细到特定行业如农

业[11]。目前，国内也尚未出台足够权威的农产品碳足迹核算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等，难以统一核算边界

和方法，从而导致国内不同学者核算的农产品碳足迹结果差异较大。

为更好对比以往的研究，本研究以水稻为例，搜索了近年来国内已发表的核算碳足迹的研究文章，

结果发现：目前大多数农产品核算，重点关注上游和生产环节的碳排放[19]，主要包括农资生产和使用过

程中所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农田机械作业消耗的能源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农产品种植

过程中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20]，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核算较为少见[21]。因此，本研究选取其中核算间接

排放和直接排放的文章共 10余篇，梳理碳足迹核算结果如表 1所示。可知：最小为 1 495.7 kg·hm−2 [22]，

最大达 13 894.4 kg·hm−2 [23]，相差近 10倍，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核算边界、数据来源、地区、时间等

不一致。由于直接排放受到生产方式以及秸秆处理的影响，目前很多研究采用了改良的种植模式如使用

绿肥、“稻萍”共生等，且未考虑秸秆处理。为更好对比结果，表 1尽量选择常规生产方式且不考虑秸

秆处理。

如图 2所示：直接排放的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远超过间接排放，其中甲烷的排放约占直接和

间接总排放的 66%[24−25]。同时，秸秆处理及碳固定部分的核算也鲜少被考虑[14, 20, 23]。然而有研究表明：

秸秆焚烧排放比例对碳足迹的贡献平均高达 18%[14]。同样，农业土壤有较强的碳封存能力，土壤碳库容

量约为大气碳库的 3倍，生物碳库的 4倍，每年的碳库存可能抵消全球化石燃料排放量的 5%~15%[26]，

因此固碳部分的贡献也不应被忽略[3, 27]。 

2.2    农产品碳排放数据基础单薄

准确核算农产品碳足迹需要对农产品进行全生命周期跟踪，并精确量化各个阶段的碳排放，对数据

的完整性、准确性、可溯源都有很高的要求，这也是目前核算农产品碳足迹时面临的一大难题。国内目

前核算农产品碳足迹主要有 2种数据来源：一是《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等统计数据，二是调研、试

验数据。前者虽然易于获得，但往往与个体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且无法反映生产方式和技术的

绿色特征或先进水平[14]。由于农业生产者建立碳排放管理相关制度的难度太大，因此，难以通过调研、

试验获取涉碳实景数据，准确性也不高。一方面是涉及上游供应链的碳排放数据难以溯源，运输过程的

碳排放数据难以获取；另一方面是直接排放、秸秆处理、碳固定部分的碳足迹所需数据较复杂，难以核

算，目前主要是通过气相色谱仪等仪器分析采集的气体样品测算直接排放[25, 28−29, 31]，通过测算耕层土壤

有机碳储量测算碳固定[20] 等，但受到研究设备和条件的限制，监测精度和数据可靠性可能不足[28−29]，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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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批量和大规模推广。

由于数据收集难度大，需使用背景数据库，包

括上游供应链的碳排放数据、直接排放系数、土壤

有机碳固定系数、秸秆焚烧排放系数等，但目前国

内还缺少与实际生产行为相匹配的本地化数据库[14]。

若参考以往研究或全国平均数据设置排放系数，由

于气候、水文等地理条件，以及种植习惯、生产技

术等方面的差异，排放系数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都有

待 提 升 [34]。 若 采 用 国 际 上 较 为 通 用 的 Gabi、
Ecoinvent等数据库，可能会导致碳足迹核算结果缺

乏本地性且被高估[4]。有研究表明：使用 Ecoinvent
的排放因子核算水稻碳足迹，比使用中国产品全生

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 (China Products Carbon
Footprint Factors Database, CPCD)的排放因子，提高 17.52%[35]。

农产品碳足迹核算是碳标识实施的基础，然而目前国内农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不健全、碳排放数据

基础单薄，导致了农产品碳足迹核算结果的不完整和不一致，可比性也很低。这不仅会造成碳标识实施

困境，还可能会进一步对农业低碳发展造成影响[26]。生产者方面，难以对照国内外先进水平，比较识别

可能的降碳环节，从而进行针对性减碳；同时可能会因不同市场或客户的要求进行多次不同的碳足迹核

算，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会导致同一产品有不同的碳足迹，使消费者产生困惑；出口时结果也难以得

到国际认可，从而不得不依赖国外相关机构以及对方设定的碳排放因子高限值，进一步增加碳关税负

担。消费者方面，难以准确判断哪些产品更低碳，从而进行绿色低碳消费，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认

证机构方面，认证难度加大，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公信力都难以保证，容易进一步造成市场混乱。

政府方面，在制定相关激励机制并开展监管工作时，难以确保公平性，可能会错误引导资金等的资源流向。 

 

表 1    水稻生产的碳足迹
Table 1    Carbon footprint for rice production

地区 时间
单位面积碳足迹

范围/(kg·hm−2)
平均值/
(kg·hm−2)

核算边界 数据来源 参考文献

浙江 2004—2014，2020 2 056.0~2 114.6 2 085.3 间接排放 统计数据 [22, 28]

安徽 2004—2014，2019，2020 2 056.0~3 397.6 2 485.1 间接排放 统计数据、调研 [22, 28−29]

福建
2004—2014，2019，2020 1 500.0~1 657.4 1 578.7 间接排放 统计数据、试验

[22, 28, 30]
2019 2 827.3~3 706.9 3 154.8 直接+间接排放 试验

广东
2018，2020 1 815.2~2 555.0 2 119.9 间接排放 统计数据、试验

[20, 22]
2018 11 921.0 11 921.0 直接+间接排放 试验

广西 2020 2 057.7 2 057.7 间接排放 统计数据 [22]

海南 2004—2014，2020 1 495.7~1 500.0 1 497.9 间接排放 统计数据 [22, 28]

湖北
2020，2021 1 623.2~2 445.7 1 994.7 间接排放 统计数据、试验

[22, 31]
2021 8 633.7~11 329.2 9 874.8 直接+间接排放 试验

湖南
2020，2023 1 675.3~2 415.9 1 955.2 间接排放 统计数据、调研

[22−24, 32]
2015，2017 8 464.4~13 894.4 10 503.1 直接+间接排放 调研

江苏
2018 1 838.0 1 838.0 间接排放

试验、调研 [20, 25]
2015，2018 5 414.0~5 777.0 5 595.5 直接+间接排放

江西
2018，2020，2023 2 246.0~2 415.9 2 305.4 间接排放 统计数据、调研

[20, 22, 24, 32]
2017，2018 8 464.4~10 406.2 9 295.8 直接+间接排放 调研

辽宁
2022 1 723.0~2 712.0 2 263.3 间接排放

调研 [33]
2022 7 128.0~10 527.0 9 256.3 直接+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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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稻生产的碳足迹
Figure 2    Carbon footprint for ric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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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产品碳标识实施驱动力不足
 

3.1    农业生产者认知、能力及动力有限

从主观认识与意识角度来看，中国农业经营主体仍以小农户为主，可能会更关注经济效益，而对气

候变化和低碳转型的重要性，以及碳关税等国际绿色贸易壁垒造成的影响缺乏明确和深刻的认识，从而

不愿或者不主动开展碳足迹、碳标识工作。从投入产出比角度来看，农业生产者本身往往利润不高，而

开展碳排放管理、挖掘农产品减碳潜力、人员培训、碳足迹核算、碳标识认证等环节，意味着企业需要

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做出额外投入；同时，为实现农产品生产低碳转型，往往需要在生产技术上做改

进[15−16]，并从种植模式、施肥、灌溉到包装、运输等各个环节都更精细化，也需要不低的投入。从农产

品产量来看，加贴碳标识的农产品往往对产品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可能会导致单位产量降低，如浙江嘉

兴阳光玫瑰葡萄，原本产量可达 37.5 t·hm−2，但加贴碳标识后，要求只能产出 22.5 t·hm−2，以保证葡萄

吸收足够养分，品质更稳定。这些都很可能在短期内给农业生产者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 

3.2    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不强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低碳农产品消费意愿的研究均在增加，结论比较相似。消费者虽然有一定的支付

意愿，但支付水平都相对有限，主要是因为比起质量、口感、健康 (如有机标签)等因素，碳标识的支付

意愿更依赖利他心理[36−37]，且碳标识尚未大规模实施，消费者也可能很难评估其益处[38]。有研究对浙江

杭州、绍兴、台州的全年龄段，不同学历、职业、收入的居民发放低碳大米消费意愿相关问卷。通过对

185份有效问卷的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当前消费者对环境保护持积极态度，但对农产品碳标识的认知

较低，有近 80.00% 的居民并不了解具体含义，很可能会影响支付意愿和支付溢价水平；同时，虽然

92.97% 的居民愿意购买加贴碳标识农产品，但是 8.70% 的居民不愿意额外支付，44.90% 愿意支付

10.00% 以下的溢价水平[39]。还有研究对上海的低碳蔬菜消费意愿进行了分析，共回收 857份问卷。结果

表明：有 93.30% 的居民愿意购买加贴碳标识蔬菜，但 77.30% 的居民愿意支付 10.00% 以下的溢价水

平，平均支付意愿为溢价 6.00%[40]。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虽然消费者的低碳消费意愿较高，但支付溢价水平有限，而由于成本及产品

质量提升，加贴碳标识后，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如四川蒲江爱媛橙价格至少上涨 20.0%，浙江嘉兴阳

光玫瑰葡萄也上涨了 25.0%，均已超过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 2项研究的受访者

为浙江和上海居民，经济条件稍好，理念相对超前，因此若在全国层面来看，形势可能不容乐观。 

3.3    碳足迹和碳标识相关制度有待建立健全

从顶层设计来看，目前国家层面农产品碳足迹和碳标识的相关标准、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导致企业

在开展农产品碳足迹核算时缺乏统一指导，难度较大，结果的可信度也有待提高；第三方机构开展碳标

识认证时也缺乏统一规范和监管，碳标识的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也有限，将造成消费者对碳标识缺乏信

任而降低购买意愿，更难以得到国际认可并应用。

从要素保障来看，虽然中国碳足迹管理相关文件提出要在财政、金融、市场等方面出台碳足迹、碳

标识推广的相关政策，激励企业开展产品碳足迹碳标识工作，但目前相关机制和具体实施细则尚在积极

推进建立中，还需要时间落实，制度保障方面还有一定的缺失。早在 2013年，日本农林水产省牵头推

出“J-Credit Scheme”，将减少和吸收的温室气体量作为信贷依据，农林水产企业、森林拥有者等可以

出售或捐赠碳资产，或将其用于抵消其他生产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13]。截至目前已注册 1 134件项目，

核准 1 042 万t二氧化碳。中国也亟需加快相关制度进程。 

4    农产品碳标识应用推广的主要路径
 

4.1    提升碳足迹核算能力

在农产品碳足迹核算边界方面，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与国际标准相协调的农产品碳足迹核算

标准，统一规定核算的边界、方法、数据质量要求等，不仅要将直接排放、秸秆处理和碳固定部分纳入

核算边界，还需要核算分销存储、使用、废弃与回收阶段的碳足迹，覆盖全生命周期。

在农产品碳足迹核算数据基础方面，政府应构建健全的农业碳排放监测 (monitoring)、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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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核实 (verification)体系 (MRV)[13]，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综合考虑不同区域之间水

文、土壤以及农产品种类等的差异，发布专门面向农产品的本地化背景数据库，依法合规收集整理相关

的实景数据资源，保障数据可核算、可核查、可溯源，并通过试验测算、汇总结果数据、建立模型等方

式，设置并不断迭代本地化的直接排放系数、土壤有机碳固定系数、秸秆焚烧排放系数、供应链数

据[41] 等，覆盖农业生产上中下游全链条，为农业生产者开展碳足迹核算、碳标识认证提供能力基础。

此外，尽管目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农产品碳足迹核算、碳标识认证等方面的标准可能存在一定差

异[42]，但长期来看，国际化和普适性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共识[43]。因此，不管是在核算边界、方法还是

数据方面，都应积极参与国际相关交流与合作，推动核算能力向国际先进水平靠拢，在标准规范制

(修)订、方法学研究、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衔接互认，从而推动数据及核算结果的互信互认，避免农产

品碳排放在出口时被高估，从而提升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及议价权。 

4.2    建立健全碳标识相关制度

需要政府来主导[7]，正视农户动力不足、能力不足的客观事实，加强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农业农

村等各主管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15]，共同推动农产品碳足迹、碳标识的实施。

加快出台碳标识认证及监管制度，在全国层面规范碳标识认证管理办法，明确适用范围、标识式

样、认证流程、管理要求等，提高公信力、社会接受度和市场认可度[13]。同时，加强对认证机构的备案

管理，并进一步培育国内的认证机构，获得国际认可，以提供合规、高效、安全、低成本的碳标识认证

服务。

完善要素支持制度[44]，健全多元投入资金保障机制，推进农业生态价值的实现，真正将农业生产者

节能降碳的努力转换为实际的利益，充分调动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开展碳足迹碳标识管理的农业生产

者，完善相关激励措施和资金政策，缓解可能面临的经济压力。积极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持续推出和农

产品碳足迹、碳标识相挂钩的绿色金融产品，确保碳标识成为有效的碳信用担保[13]。也可在前期推广碳

标识时，对购买贴标农产品的消费者予以适当补贴。此外，针对农产品生态价值的商业转化模式还有待

探索与创新，根据中国农业大国的特色，构建基于农产品碳标识的农业碳资产管理体系，并强化监管力

度与治理效能，确保农业生产者的减排固碳行动能有效转化为真正的经济效益[13]。 

4.3    加大碳标识推广力度

鼓励大型商超、电商采销碳标识农产品，还可设置专门的低碳专区，提供更便捷的购物体验。普及

低碳知识，提升农业生产者低碳生产的意识，同时，设计更醒目和易于理解的农产品碳标识[38, 45]，并大

力宣传，营造良好的低碳消费氛围，逐渐养成低碳生活理念和习惯，反过来促进生产者通过低碳生产和

使用碳标识提高市场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

提供技术支持及培训，助力农业生产者开展碳足迹管理工作，对照国内外先进水平精准降碳。加快

低碳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并在数智融合的趋势下，引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7]，

开发提供技术升级、能源替代、管理优化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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